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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立法与自由
———“卢梭问题”与黑格尔思想的开端

罗　久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南昌３３００３１）

　　摘要：在黑格尔哲学的问题意识和基本方向的形成过程中，卢梭的思想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卢梭对现代

文明的批判揭示了启蒙自身的异化，启蒙不仅未能实现理性和自由，反而导致了更多的不平等和不自主，损害了人

类的天性，但他也意识到，自然状态往而不返，关键在于如何在对现代社会的重新理解和重新奠基中，恢复人类天

性中的自由和善良。黑格尔青年时代的哲学和神学著作中，充分吸收了卢梭关于宗教与立法的讨论，并以卢梭的
“公民宗教”为蓝本提出了自己的“民族宗教”和“主观宗教”的构想，希望以此来改造传统的基督教，使自然与规范、

自由与权威最终在这种新宗教中统一起来，从而在一个更为根本和整全的意义上实现人的自由。可以说，充分把

握黑格尔思想的这一开端，将为我们理解黑格尔思想发展和成熟时期的哲学体系提供一个可靠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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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那些对德国古典哲学和古典文化的形成具
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日内瓦公民让－雅克·卢梭
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曾被莱辛赞誉
为“处处显示出是一个具有卓识的哲学家”，他的肖
像是康德书房中唯一的装饰品，赫尔德将他的“回归
自然”奉为圭臬，费希特发展了他的社会契约理论和
教育思想，席勒为他写过《卢梭颂》，就连歌德也曾这
样评价他：“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旧时代，而卢梭则开
辟了一个新时代。”可以说，卢梭对现代文明所做的
先知式的批判、关于人性之复杂性的敏锐洞见、他的
自然主义以及他对古希腊的推崇备至，无不在德国
古典时代的那群精英中激起了巨大的回响。尽管在
自己成熟时期的著作中，黑格尔曾对卢梭的“公意”
理论颇有微词，但是这绝不意味着黑格尔成功地置
身于卢梭的影响之外。恰恰相反，如果我们将目光

拉回到黑格尔的青年时代，就会发现，黑格尔不仅曾
经热衷于阅读卢梭的著作，而且正是卢梭关于理性
与自然、宗教与立法的思考及其对现代社会的猛烈
批判，奠定了黑格尔的思想起点。
黑格尔早年曾经有一段研习神学的经历（１７８８

－１８００），这是黑格尔从图宾根神学院学生成长为一
个独立的思想家的重要阶段，这段时间构成了黑格
尔思想发展的真正起点。在此期间，黑格尔写作了
大量关于宗教、道德和伦理问题的手稿，这些手稿最
早由狄尔泰发现，并在其著作《青年黑格尔的历史》
一书中做出过重要的论述。在狄尔泰看来，这些手
稿证明了黑格尔早年是一位神学思想家，他最初的
思考是为了在基督教神学那些超验的、抽象的内容
与人内在的主观精神之间达成和解，狄尔泰据此认
为其核心思想体现了一种所谓“神秘的泛神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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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手稿后来经过诺尔（Ｈｅｒｍａｎ　Ｎｏｈｌ）的整理，以《黑
格尔青年时期的神学著作》（１９０７）为题出版。然而，
狄尔泰的论断，使得后来很多学者产生了一种错误
的先入之见，认为这些黑格尔早年的关于神学和宗
教问题的思考并非后来体系哲学的准备性阶段，而
是自成一体的［１］２８。这种看法将黑格尔早年的思考
与后来成熟阶段的哲学体系完全割裂开来，不仅无
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来把握黑格尔哲学统一的问题意

识，而且也使得人们对黑格尔早年思想的研究缺乏
足够的深度和广度。
事实上，从黑格尔自己留下的记录来看，年轻的

黑格尔进入图宾根神学院学习，并不是为了日后成
为一名神职人员，而是由于顺应父母的意愿；再则，
黑格尔很乐意从事神学的研究，因为它与古典文学
和哲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黑格尔将神学看作
是一门能够将多种不同学科汇集到一起的学科，这
能够满足他在各个知识领域的广泛兴趣［２］８９。因
此，将这一时期的手稿命名为“神学著作”就存在着
一定的误导性［３］６２－６３。虽然黑格尔的确在这些手稿
中大量地讨论神学问题，但是这种讨论并不仅仅是
出于他作为一名神学院学生的学术兴趣，相反，在这
些手稿中所表达的思想明显偏离了正统神学的讨

论、甚至有不少鲜明的反神学的论调，而更多地关涉
到对宗教与道德、理性、立法、与人类共同生活的规
范性基础之间的关系的反思，以及对现代性和主观
理性立法的批判［４］９－１０。这些著述的主要关切和问题
意识奠定了黑格尔日后思考的基本方向。在这个过
程中，卢梭对青年黑格尔的思想兴趣和基本观念的
形成产生了极为关键的影响。本文将结合卢梭关于
宗教与立法问题的讨论，通过对黑格尔伯尔尼时期
相关手稿的分析，来把握黑格尔思想的这一重要开
端。
一　卢梭论宗教与立法
启蒙运动试图通过理性的反思和批判来寻找一

切真理和规范的确定性基础，并且在理性的基础之
上来澄清和塑造生活的所有形式。作为一位启蒙思
想家，卢梭第一个敏锐地把握到这场运动本身的辩
证特征。对卢梭而言，启蒙运动不仅仅代表一种进
步，它同时不可避免的也是一种缺失［５］１４５。乐观的
启蒙主义者相信，科学的进步和艺术的繁荣能够驱
除愚昧，敦风化俗，消弭人世间的纷争与不公；过去
的黑暗都缘于理性的湮没不彰，而如今已经没有什

么能够阻挡理性之光引领人类从黑暗走向光明。可
在卢梭看来，理性之光普照万物，却将道德本身置于
黑暗之中。就像他在《论科学与艺术》一文中表明的
那样，科学与艺术的复兴不仅无助于敦风化俗，反而
导致人类的道德愈来愈败坏［６］。因为在这个时代，
知识与道德已无关联，艺术日益成为一种人们彼此
争相取悦和自我标榜的手段。现代世界的种种邪
恶、不公和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并非由于自然的匮
乏所致；相反，恰恰是人为的社会性因素，带来了与
启蒙运动自身的目标相背离的后果，在文明的表面
背后隐藏着的是无知、虚伪和冷漠。卢梭向我们表
明，自然状态中人的欲望是有限的，自然完全能够满
足人的基本需要，而且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出于自
然天性的同情心和怜悯之情，人与人之间是相对平
等的；相反，是理性使人的欲望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
满足，由科学与艺术所引发的奢靡之风不仅没有带
来社会风化的改善和道德的提升，反而产生了更多
的不平等和不自由。
卢梭对启蒙的辩证法的诊断主要在于揭示这样

一个问题：社会－文化的发展不知不觉地破坏了人
类过一种符合其自然禀赋的生活的能力，因为它催
生并强化了人的“自爱心”这种非自然的情感，使每
一个人都不得不在与他人的关系中来确定自己的身

份，把自己看得比他人为重，并且促使人们通过互相
为恶、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来达到对自身存在
的肯定［７］１５５。这样一来，社会中的人变得愈发的具
有依赖性，愈发的不自由，而道德、制度、法律和文化
变成了一种虚饰和外在的压迫，而不是人的天性与
自由的体现。就像他在晚年的对话录《卢梭评判让

－雅克》中所表明的那样：“人天生是幸福而善良的，
但是社会使他堕落使他变坏了。”［８］２５７这条原则是卢
梭哲学的关键。
不过，卢梭并不是一个复古主义者。他清楚地

知道：“人的天性不会逆转，人一旦远离了洁白无瑕
和平等的时代，就永远不会再回到那个时代。”［８］２５７

启蒙自身的辩证法不能简单地依靠复古和脱离社会

来达到，而必须通过重新创造社会来重新创造人自
身，在一种新的社会状态中，恢复人与生俱来的平等
与自由。因此，就像古斯塔夫·朗松（Ｇｕｓｔａｖｅ　Ｌａｎ－
ｓｏｎ）所说的那样，“卢梭问题”的实质乃是“文明人怎
样既不回到自然状态，又不抛弃社会状态的优越而
能恢复自然人的优点———纯真与幸福”［９］４８６。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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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的洞见，社会状态中的不自由以及种种恶的产
生，其根源在于社会－文化的发展，以一种看似文明
和合理的形式，促使人类从对身体的自我保存的需
要转向对一种相对于他人的优越地位与自尊心的满

足的需要，由此强化了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差异、对立
和不平等。那么，如何通过对社会的改善，使那种以
对他人的依赖为条件的“自爱”转化为一种内在于自
身的满足和自我认同，让每个人都能够在社会状态
中实现自己天赋的、不假外求的自由，这就成了卢梭
社会政治思想的关键所在。
对卢梭而言，由文化所导致的问题必须通过文

化来解决，这是他与那些反启蒙的保守主义者和复
古主义者最为不同的地方。原始的自然状态往而不
返，克服启蒙理性所导致的异化，重塑人类的自然天
性，本质上取决于一个道德－政治的“决定”。通过
一种根本性的“契约”，人们为一个作为道德共同体
的社会而放弃自我的绝对性，牺牲他们危险而纯粹
的、任意的个体自由，但它却使得这些生而自由的人
类在持久的形式中确保了他们的自由。一个完善立
法的社会状态，可以看作是对我们原初的自然状态
的一种回归。这是一种消除了异化的、自觉的自然
状态，是意志自由与自然必然性的真正统一，而不是
简单地返回到一种未开化的原始状态。
与霍布斯、洛克等人不同，卢梭认为，这种将个

人意志与普遍意志统一起来的根本“契约”，并不能
够通过原子化个体的理性计算和协商来达到；相反，
这种源始的统一，根植于人的全部自然禀赋和整全
的人性之中。在卢梭看来，人生来并不是彼此对立
的个体，在人类天性中包含着某种规范性和公共性
的维度，卢梭将其称为人的“自我完善的能力”
（ｐｅｒｆｅｃｔｉｂｉｌｉｔé），而根本性的立法必须顺乎自然，又
在社会状态中重新塑造出一种社会性的自然天性，
才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服从于共同的法律，而不
是他人的目光。就像他在《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
起因和基础》中所说的那样：“只要我们不了解自然
人，我们就无法确切了解他愿意服从的法则或最适
合于他的体质的法则。在‘法’这个问题上，我们看
得最清楚的是：它要成为‘法’，就不仅需要受它约束
的人自愿服从它，而且它还需要直接以自然的声音
表达，它才合乎自然。”［７］３９－４０

正是考虑到这一根本契约的神圣性以及源始统

一的内在性，我们才能够理解，在卢梭的政治思想

中，宗教对于立法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卢梭在《社会
契约论》中指出，为了能发现适合一个民族的最好的
社会规则，就需要一个能够通达人类的种种情感而
自己又不受任何一种情感影响的最高智慧。换言
之，立法是与人类普遍的自然感受相一致的，但它又
不被这些自然冲动的有限性所规定。相反，它是一
种以自身为根据的最高的统一性，这种最高的统一
性不是某一个有限的个人可以达到的，“事物之所以
美好和符合秩序，是由于它们的性质使然，而不是由
于人类的约定”所以，“要为人类制定法律，简直是需
要神明”［１０］４１，４４。实际上，正是关于法的理念本身促
使我们去寻找它的立法者。如果我们无法确定这种
立法的根源，如果神圣立法者的本性不是既超越我
们的有限存在，同时又可以为我们的本性所通达，那
么法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就会受到质疑。
卢梭以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为典范，将这一

为共同生活和法制状态奠定基础的宗教称为“公民
宗教”（Ｌａ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ｃｉｖｉｌｅ）。公民宗教对于立法的意
义在于，一方面，它体现了法的超越性和绝对性；另
一方面，通过立法的神圣来源，立法者能够重新塑造
人性，将每一个本身是完整和孤立的个人转变为一
个更大的整体中的一部分，使他按一定的方式从这
个更大的整体中获得他的生命和存在，以作为整体
的一部分的有道德的存在去取代我们得自自然的个

人身体的独立的存在。立法者借用宗教来完成立
法，并不是想通过宗教幻想来使民众对一个超绝力
量感到恐惧，通过欺骗和愚弄使民众屈从于一个外
在权威的要求或者诫命；相反，是超绝者通过立法者
的伟大心灵来体现自身的神圣性。立法者通过为整
个民族设立一个共同的目标和崇敬的对象，并且通
过制定共同遵守的教条、礼仪和由法律规定的外在
的敬拜形式以及种种教化形式，向民众揭示其内在
的可完善性；通过典范的作用，塑造人的自我理解和
自我认同，将规范根植于人的自然天性当中，使其在
服从绝对的神圣法则时就好像是在服从自己自由的

为自己所确立的法则一样［１１］４５－４６。因此，法则的践
履不会让人有一种强制和疏离的感觉，因为当行动
者意识到“我之所是”的时候，他已经自觉的将一个
具有规范意义的关系性整体包含在其自我意识的构

成当中。所以，卢梭说：“好的社会制度是这样的制
度：它知道如何才能够更好地使人改变他的天性，如
何才能剥夺他的绝对的存在，而给他以相对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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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把‘我’转移到共同体中去，以便使各个人不再
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人，而只看作共同体的一部
分。”［１２］１１在这一神圣的统一中，他人构成了自我的
条件；作为一国之公民，我同时就是我们，我们同时
也就是我。
各个国家的缔造者不得不求助于上天的干预，

并将他们的智慧说成是神的智慧，其目的就在于“使
人民像服从自然的规律那样服从国家的法律，并认
识到在人群的结合和城邦的形成方面都是由于同样

的权威，从而能够自由地服从，并驯顺地承受公共的
福祉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桎梏”［１０］４８。公民宗教作为
全体公民对同一个超绝力量的承认，在民众中间促
成了一个关于正当性和普遍价值的基础性共识（即
公意），它是在人被知性反思分化为原子式个体之前
就已经存在的源始统一和原始契约。［１０］１８－２２作为神
圣性的最高智慧的体现，立法是绝对的和超越性的，
它不依赖于个别主体间的同意和约定，而且它通过
各种形式将这种自在自为的规范性融入到人的本质

规定当中，使每个成员自发地将自身置于普遍意志
的指导之下［１０］１０９－１１１。按照卢梭的说法，为了让国家
的成员能够按照符合普遍利益的理性法则来行动，
“就需要倒果为因，就需要使本该是制度的产物的社
会精神转而超越在制度之上，使人民在法律出现之
前就成为他们在有了法律之后才能成为的那种样

子”［１０］４７－４８。在通过知性反思，人为地设计出一套平
衡利益分配的行动方案之前，人必须首先被塑造成
合乎理性并且具有法律精神的存在者，而不应该被
看作是完全为纯然动物性的欲望支配的存在者。只
有这样，终极的规范性力量才能够成为一种不用暴
力也能约束人，不通过说理、论证和讨价还价也能说
服人的权威。
换言之，理性的反思和主观的自由不能无限制

地进行下去，更不能成为绝对；相反，理性和自由的
权利必须以对超绝者和客观之道的普遍承认为前

提。这是一个良性社会的标志。任何具体的社会契
约的形成、普遍有效的法律的确立和种种制度的变
革，都是以某种先在的共识，即我与我们的源初同一
为条件的。这种共识是一种超越了人的主观规定的
神圣性和权威性的体现。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反思
和批判才能发挥它的建设性作用，而不是流于对一
切权威和规范的瓦解。因此，卢梭的公民宗教与启
蒙的理性和自由精神是一致的。在卢梭看来，立法

的客观性与人的主观自由必须结合在一起，而实现
这一目标的方式应当是从自然本身和人自身的可完

善性入手，而不可能通过主客体的分离来达到。正
是公民宗教在促成理性立法和人类天性中的规范性

维度的实现方面所具有的积极意义，让年轻的黑格
尔为之振奋不已。
二　从“公民宗教”到“民族宗教”
和他那个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黑格尔在他

的青年时代，就非常关心宗教对道德、立法以及社会
政治生活所发挥的基础性作用，而这些最初的思考
直接来自于卢梭思想对他的触动。在图宾根神学院
就读期间（１７８８－１７９３），黑格尔对德国传统学院哲
学和当时被学界广泛讨论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都
兴趣缺缺，当他在图宾根的同学劳伊特维恩回忆那
时的图宾根神学院有哪些康德主义者时，黑格尔被
完全排除在外，他虽然也研究康德哲学，但是却更加
偏爱卢梭和莱辛。就像劳伊特维恩所说的那样，“至
少，在我认识他的四年里，形而上学并不是黑格尔的
特殊兴趣。他心目中的英雄是卢梭……他后来的见
解只是从外面获得的，因为在图宾根时，他甚至并不
真正熟悉他的前辈康德”，每次学术上有才华的学生
聚在一起讨论康德和莱因霍尔德以及批判哲学的现

状时，黑格尔宁可缺席而去读卢梭［１３］４２。可以说，卢
梭对现代性的批判及其宗教理论，对于黑格尔早年
问题意识的形成和后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
在伯尔尼时期的手稿“关于民族宗教与基督教

的片断”中，黑格尔较为系统地阐发了他关于民族宗
教的构想，自觉地将卢梭自然与自由统一的理想和
对自然本身的可完善性的洞见继承下来。这部手稿
不仅体现了卢梭公民宗教学说的直接影响，黑格尔
还试图援引卢梭和康德关于宗教之合理性的道德论

证来批判正统基督教的启示宗教和客观宗教，通过
卢梭和康德的道德宗教思想将基督教改造成一种与

理性和自由精神相一致的主观宗教。
受卢梭的影响，黑格尔也十分关注宗教在人类

的伦理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它在道德行动
者的自然情感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在黑格尔看来，
道德行动者自由行动的动机应当不同于禁欲主义者

对欲望或享乐这种自然冲动的压抑，一个自然、完整
地展开的生命与道德是彼此相容的，而真正的宗教
能够同人们的精神的自然需要相联系，引导人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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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自然趋向于自身的完善，自觉地接受那些在上
帝的教义中带有实践性的东西，以及那些可以成为
人的行为的推动力，可以成为义务、知识的源泉和生
活的安慰的源泉的东西。这些规范性的要求，在人
们的宗教生活中逐渐融入到人的自身同一性和自我

理解的构成中去，而他的整个存在就是他的一切感
受所指向或归趋的那个完善性的目标，同时又是一
个为自身设立目标并且努力去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

总体［１４］９－１０。
对黑格尔来说，卢梭的公民宗教的意义不仅在

于确立法律的神圣性，更在于揭示了理性与自然的
源始统一。宗教将理性的客观理念和一幅包含了历
史、传统以及整个自然与人类精神历程的规范性的
世界图景灌注到人的心灵和情感之中，黑格尔用一
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一点：

　　人的自然天性之为理性理念所浸润，只是
像盐之渗透在菜肴里一样，如果味道调适得好，
你绝不会在菜里面找到整块的盐，不过盐味却
渗透在整盘菜中，或者说，正如光明浸透一切、
弥漫一切并发挥其作用于整个自然中，可是又
不可被说成为一种实体，但它却能将其自身分
布于不同的事物中，使物类得呈现其形象，使得
清新空气从草木中沁发出来。同样，理性的理
念也使人的感受的整个组织活跃起来，从而以
它自己的特色，给予人的行为以影响，但它自己
很少表露其原型，而其作用却浸透一切作为一
种精微的物质，并且给予每一偏好和冲动以一
种特有的色彩。［１４］１１

黑格尔关于理性理念的观点得益于其少年时代

起对古希腊文化的熟稔，更得益于卢梭在考察古希
腊城邦生活与宗教生活时所揭示的那种个人与群

体、理性与自然之间的统一。这种实体性的理性观
念以及理性与自然的关系与康德和近代理性主义的

理性观、自然观大相径庭。我们都知道，康德对意志
的规定根据问题的讨论是在近代机械自然观这一背

景下提出的。在康德眼中，自然现象符合机械因果
律的条件序列，在自然的进程当中，我们所能够知道
的只是存在的东西，或者过去曾经存在的东西，或者
将来要存在的东西，而不可能在其中发现“应当”，也
就是说，世界的自然进程本身无所谓应当与不应当，
作为一种经验性的事实，其中不包含规范性的价
值［１５］３７１。因此，关于规范性问题的讨论中应该摒弃

经验性原则，规范之为规范或应当之为应当不是由
符合机械因果律的经验性事实决定的。
康德的理性批判揭示了理性的绝对性和无条件

性，规范只有当它是出自理性或者概念本身的规定
而超出经验的、有条件的可能性时，才能成为具有普
遍必然性的权威，也正是对于这一无条件的规范的
意识才表明了人的自由存在。黑格尔对康德的这一
洞见深表认同，所以他认为，我们在考察整个的人和
他的生活的时候，就不应给他的感性，它对于内在天
性和外部自然的依赖———亦即对他所生活于其中的
环境和他的感性偏好及盲目本能的依赖予以优先的

考虑；相反，“为了热爱善，正当地行使权利，不把的
德性的表现归于单纯瞬间的善的热情，而是出于自
由的选择热爱它，就必须有一些原则，需要我们的形
而上学（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对我们的物理学（Ｐｈｙｓｉｋ）拥有
优势，抽象的观念对感性的东西拥有优势。这时就
会使人类达到更多由原则而不是感觉、更多由法律
而不是个人进行统治的程度”［１４］８１－８２。
可与康德不同的是，虽然黑格尔承认规范的构

成是不依赖于感性经验的，但是他并不认为作为一
种理性法则的规范是与自然和人的感性经验相对立

的，或者像康德所说的那样是外在于自然的一种主
观理性的自我立法。相反，他将理性的理念比喻成
渗透在菜肴里面的盐，理性自身是独立不依的、自在
自为的根据，它赋予自然万物以其各自特有的形态，
使得万事万物获得其本质规定。可它又不是一个完
全外在于自然的实体，就像一盘烹饪得当的菜肴，你
不会在其中找到整块未化的盐，因为理性已经渗透
到如菜肴里的盐一样弥漫一切，发挥其作用于整个
自然的不同事物当中，使它们的本性得到完善；同时
也浸润在人的本性里，不知不觉中使人的偏好和欲
望自然地合乎规范。
和康德一样，黑格尔也试图将宗教的观念与理

性的要求联系起来，把宗教看作是一种实现和确证
由理性赋予的权利的力量。但是，黑格尔却从卢梭
的公民宗教那里看到了一个未被康德所重视的维

度，即只有当宗教浸润到了个体的灵魂和民族的道
德之中，只有当宗教存在于国家机构和社会实践当
中，使得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动机感受到实践理
性的律令并将之转化为一种新的自然，上帝的观念
才能获得这样一种力量。“在每个人身上，自然都赋
予了较优质的、从道德中生长出来的感受或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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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芽，除了将单纯的感性（Ｓｉｎｎｌｉｃｈｋｅｉｔ）赋予人以
外，自然还赋予人以一种体认道德理想和更加远大
的目标的感官（Ｓｉｎｎ）”［１４］１５。因此，黑格尔一开始就
不是在康德的主观理性的意义上来理解理性的。相
反，理性表现为一种自身差异的同一，理性的法则实
际上内在于自然和人的本性当中。甚至可以说，理
性就是自然本身，理性法则不是知性反思的产物，反
而构成了反思的存在论前提。
青年黑格尔进一步发展了卢梭的公民宗教思

想，对他来说，在人的自然天性中培养这样一种与理
性理念相吻合的形式冲动，是民族宗教的任务。作
为一种公共宗教，民族宗教包含关于神的概念、灵魂
不朽的概念以及其他与之相关的东西，它们构成了
一个民族信仰，并影响一个民族的行为和思想方式。
除此之外，民族宗教还具有这样一些手段，一方面可
以用神、灵魂不朽等观念来教导民众，一方面也可以
使那些观念深入人心。它的效果不仅是使人们直接
意识到，人不应该盗窃，由于这是上帝所禁止的，更
在于它促成了民族精神的提振，从而可以使得那些
常常沉睡着的民族情感和尊严在灵魂里得以唤

醒［１４］１２。对于黑格尔来说，“精神”之所以被强调，不
仅仅是因为它体现了一种超越个体存在的共同体的

生活方式，更在于它与人的自然需要相关，它是历史
地形成的，它通过政治制度以及宗教和艺术被引入
到民族的共同生活当中，成为给人性赋予形式的一
种力量；这个概念意味着它能够将一个民族的生命
作为一个整体激发出来，促使人们将自身视为共同
体中的一员，而不是一个私人或者没有任何规定性
的原子化个体，使法则和规范成为一种自然。在黑
格尔那里，民族宗教是与政治自由紧密相关的：真正
的现实的政治自由并不是以所有权为基础的现代国

家中的个人自由，而恰恰是在民族宗教所形成的共
属一体的精神中达到自由与自然、个人与国家的统
一［１６］４３－４４。
民族精神是一种源初的精神性实在（ａｎ　ｏｒｉｇｉ－

ｎ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ｒｅａｌｉｔｙ）［１７］７。民族宗教为一个民族规
定它存在的方向，并且维持这一方向，它体现了共同
体的一种内在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精神对于
黑格尔来说，意味着一个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体，即
一个精神性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特殊的个体间通
过相互授权、相互妥协、达成契约而组成的机械性的
社会。在一个由原子化个体组成的社会中，这些特

殊的经验性个体本身都是独立自存的、缺乏统一性
的杂多，规范性对于它的成员来说也因此总是表现
为一种对立状态，不管它的确立是通过主体间的契
约还是通过一个更高的、强制性的意志自上而下地
施加给它的成员，都无法改变这种规范的外在性和
偶然性，因为规范在这里作为一种统一性和规定性，
是外在和对立于那些相互差异的、无规定的个体的，
它是一个脱离了自身之自然的、知性反思的结果。
而在一个合目的的有机整体中，每一个部分都是整
体，它的成员不是作为无规定的杂多存在着；相反，
在以民族宗教为基础的共同生活中，自然的必然性
和他人的存在已经被融入到每个公民的自身同一性

当中，每一个特殊都从自身的合目的的自然中产生
出普遍性，共同体被看作是上帝或者绝对者在差异
中的自我表现［１７］１１。
所以，在共同体的公民身上，我们找不到纯粹动

物性的欲望和冲动，每一个欲望和冲动都包含着一
种规范性的自我理解，整个自然界并不被表现为一
个仅仅遵循机械因果律的机械装置，而是一个以自
身为根据和以自身为目的的规范性系统，并在民族
共同体的宗教、制度、习俗、道德和艺术中成为一种
规范性自然。恰如德国学者奥托·珀格勒所指出的
那样，在由民族宗教所塑造的民族共同生活当中，外
在于人的自然和内在于人的自然（偏好、欲求、希望）
一样，都是一种第二自然，它们是在历史传统中建立
起来的，这种自然不是自由的对立面，也不能被当作
是纯然无生命的、僵死的质料，相反，这种自然是通
向自由的［１８］７０。在这里，“自然”包含着实然与应然
相统一的意味。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民族精神是启
蒙理性主义道德的真正完成［１７］７－８。
跟随卢梭的脚步，黑格尔同样将古希腊的城邦

宗教视作这种民族宗教的典范。在希腊人那里，一
方面，神灵赏善罚恶的信仰建筑在理性的深刻道德
需要上面，理性却充满了活泼可爱的情感的温暖气
息，而不是建立在从个别偶然的、历史的事件的信仰
之上，即将实现幸福和至善的希望寄托在对一个与
人的自然需要和情感漠不相关的神灵的信仰上，而
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自己的善良意愿和道德实践
中来实现。另一方面，在希腊人看来，命运和必然性
是盲目的，但是他们有意地去服从这种必然性，这样
他们就较易于忍受自幼就习于看作是必然性的东

西，而且不幸事件所引起的痛苦和灾难，也不会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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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沉重的、不可忍受的忿怒、怨恨、不满，因为他们
并不将命运的必然性看作是一个外在的异己的神圣

力量对自己的统治和支配，他们在命运的种种遭遇
里没有被压迫和摆布的感觉，他们对命运之必然性
的悲叹不会转化为一种对自身之渺小和有限性的自

怜自艾或者转化为对神的蔑视和愤怒的反抗。他们
认为自己的本性与自然的必然性有着一种连续性，
命运与他们自身的存在是一致的，并且这种必然性
构成了他们自己的本性的一部分。所以，命运是盲
目的，但却不是不可理喻的。“由于希腊人这种信仰
一方面尊重自然必然性的流转过程，另一方面同时
具有这种信念，相信神灵是按照道德法则统治人的，
所以神的崇高性在他面前显得是有人情味的，与人
的弱点、对自然的依赖和有限的眼界是相适合
的”［１４］３６。
而且这种城邦宗教也培养起了希腊人作为一国

之公民的品格，作为自由的人，希腊人服从他们自己
建立的法律，服从他们自己推举出来领袖，他们参加
他们自己决定要进行的战争，放弃他们的财产、竭尽
他们的热情、牺牲成千上万的生命为了这样一个事
业，这个事业是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希腊人的祖国
观念是一种看不见的、但却现实存在着的理想，他为
了这个理想而工作，这个理想鼓舞着他们、激发着他
们的情感和追求，这就是他作为人的最终目的。在
这个观念前面，他的个体性消失了，他所向往的只是
这个观念的保持、生存和延续，而这些东西也是他本
人能够促成其实现的。他们不会觉得有必要突出自
己的个体性的自由，因为自己在城邦中的位置与职
责并不是一种异己的安排，规范性的根据和按照理
性法则的要求去行动的动力恰恰根植于每个公民自

己的本质当中；他们没有那种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
主体意识，但在城邦生活中他们的自由却得到了最
完满的实现。
三　主观宗教与客观宗教
黑格尔早年如此强调希腊宗教的这样一种感性

特质，并非无的放矢，因为显然并不是所有的宗教都
是以民族宗教的形式出现，而他主要批判的对象就
是以自己在图宾根神学院学习期间的老师施托尔为

代表的新教正统派的启示神学。那时新兴的神学思
想主张将基督教诲中的某些内容解释成一种与人们

的伦理经验和宗教共同体中的伦理生活相关的主观

宗教，这就要求在那些基于历史性信仰的教会遗产

中做出明确的区分，将基督的真实的伦理教诲与那
些已经过时的学说区分开来，即将那些理性所能理
解的、基督教的真实精神与那些基于历史偶然性的
行为、非理性的奇迹和启示等等区别开来。然而，施
托尔坚定地献身于“奥格斯堡信条”和“协和信条”，
坚持正统新教以圣经作为唯一权威的原则：圣经具
有神圣的起源，因而也具有神圣的权威；我们只能严
格按照圣经的字面来理解它的真理，圣经正典必须
以某种独断的观点或者教条化的方式来研读，而不
可以理性作为标准来批判圣经的权威性，这种解释
又被称为“超自然主义”或独断论，它反对对奇迹和
信仰进行理性反思，而证明启示的必然性和真理
性［１９］１５７－１５８。
黑格尔从一些自由派神学家，尤其是在１７７０年

前后盛行的泽姆勒的神学那里借用了一个区分。根
据他们的看法，存在着两种形态的宗教：私人的宗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和实定的宗教（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前者以世界的道德图景来完满个人的生命，而后者
则与道德原理不是那么密不可分。在一般的理解
中，ｐｏｓｉｔｉｖｅ包含有“积极的”、“肯定的”或者“实证
的”等含义，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　Ｒｅｌｉ－
ｇｉｏｎ这个概念里，ｐｏｓｉｔｉｖｅ是一个明显带有贬义的
词汇。从词源上来看，ｐｏｓｉｔｉｖｅ来自于ｐｏｓｉｔｕｍ，它
是拉丁文动词ｐｏｎｅｒｅ（放置、摆放、设置）的被动完
成时形式，它对应于古希腊语的动词τι　＇θημι。当我
们说一个论题（Ｔｈｅｓｅ）是一个被提出的陈述或被设
定的立场时，任何人都可以对它进行否定。所以，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最初是指某种被断言或被设定的东西，它
主要区别于那些以自身为依据或者顺乎自然、本然
如此的东西（φυ　＇σει）。在启蒙的语境中，“实定宗教”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包含着某种被设定、被断言、或
者被人为添加的含义，它缺乏必要的和充足的内在
根据，因而必须被带到理性的法庭上来证明其自身
的正当性［２０］８７－８９。由此进一步引申，所谓的“实定宗
教”，就其一般意义来说，主要是指现行的宗教，它与
自然的宗教和理性的宗教是相对而言。这种宗教的
实定性或肯定性（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ｔｔ）在于强调它曾经在某
时某地是有效的，但现在它的内容却只是以教条或
者独断的形式表现出来；它的各种规定和要求与人
的现实生活相脱节，是人的理性所不能理解的东西，
因而失去了这种宗教在它的历史情境中所具有的现

实性或真实性。正是由于这种现实性的丧失，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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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信条不再是由主体从自身产生出来的，而变成
了某种被给予人们的、外在的命令，并且要求人们的
顺从。因此，在许多方面，实定宗教是多余的，甚至
是有害的，这种意义上的实定宗教也被黑格尔称为
“客观宗教”（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黑格尔之所以批评客观宗教，是因为这种宗教

将那些历史上曾经发挥过作用的、活生生的宗教，以
一种知性和记忆的方式把它们的要素作为历史性的

知识保留下来，而不再对人的道德情感和日常生活
有任何触动，这种宗教也由此而失去了它的现实性。
因此，严格说来，客观宗教是一种失去了宗教精神而
变得不自然的宗教，所以黑格尔认为它不能算是真
正的宗教，而只是神学而已。在黑格尔看来，“宗教
不仅只是历史性的或者理性化的知识，而乃是一种
令我们的心灵感兴趣，并深深地影响我们的情感和
规定我们的意志东西。一方面因为我们的道德义务
和法则从宗教那里获得一强有力的敬畏之情，从而
被我们看作神圣的义务和法则；另一方面因为上帝
的崇高性和至善的观念使我们内心充满仰慕之意以

及谦卑和感恩的情感”［１４］１１－１２。黑格尔将这种与人
的心灵和情感相关，并融入到人的意志、生活和行动
当中，具有现实性的宗教称为“主观宗教”（ｓｕｂｊｅｋ－
ｔｉｖ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关于主观宗教和客观宗教的不同之处，黑格尔

通过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加以说明，他说：

　　主观宗教是活生生的，在人的内心本质起
作用，在他的外部活动有影响。主观宗教是某
种个体的东西，客观宗教则是抽象的东西。前
者代表活生生的自然之书，花草、昆虫、鸟、兽，
彼此一体，都好像互为对方而生活似的，各自生
存着，各自享受着，彼此混杂着，人们到处可以
看见万类共存的现象。反之，客观的宗教是自
然教师的标本室，这位教师把昆虫弄死了，使花
草枯萎了，动物则已被他加工制成标本或者被
保存在酒精瓶内，———这就是把自然分离开来
的东西排列在一起，而且只是按照一个目的来
排列，———至于自然，则是把目的的无限多样性
混编成一个友谊的纽带。［１４］１４

黑格尔将主观宗教比作“活生生的自然之书”，
自然是一个万物并存、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它自身
具有一种永恒而客观的秩序，自然界中的事物彼此
相互依赖，将彼此的存在作为自身存在的条件，自然

的无限多样性自发地形成一个以自身为目的、自身
规范的统一体，所以，真正的宗教就应该像大自然一
样，从人的整全存在出发，将人的本性塑造成一种对
理性法则具有感受性并趋向这个伟大目标的存在，
使人类的自然天性在他们的共同生活的各种形式中

转变成具有规范性的精神性自然；主观宗教的重要
意义就在于实现了自然与自由、理性与感性的统一，
恢复了人的内在的统一性。与之相反，客观宗教就
像自然教师的标本室，它将万事万物从它们的统一
整体中割裂开来，将无限多样性的统一变成彼此外
在的、毫无关联的绝对的杂多，而自然教师要把这些
僵死的、零散的杂多按照自己的目的来排列，重新赋
予它们以秩序，可是这种秩序是完全外在的，它将自
然本身的内在合目的性变成了由一个异己存在强加

的外在的合目的性；客观宗教就是这样一种对自然
的知性分裂，自然本身被看作无目的、无规范的杂
多，而目的和秩序是人或者异己的上帝通过一种外
在的方式强加上去的，人的自我异化和在世界中的
疏离感被客观宗教进一步加强了。
作为这种主观宗教的先驱，卢梭在《萨瓦牧师的

信仰自白》中就已经以难得一见的冷静和清晰向人
们表明，宗教的根源在于当下的情感和良知，而绝不
是启示、传统或者其他任何外部的权威。他说：“良
心呀！良心！你是圣洁的本能，永不消逝的天国的
声音。是你在妥妥当当地引导一个虽然是蒙昧无知
然而是聪明和自由的人，是你在不差不错地判断善
恶，使人形同上帝！是你使人的天性善良和行为合
乎道德。没有你，我就感觉不到我身上有优于禽兽
的地方；没有你，我就只能按我没有条理的见解和没
有准绳的理智可悲地做了一桩错事又一桩错

事。”［１２］４１７在卢梭看来，认识上帝的唯一道路就是通
过良心的指引，而这也是一切宗教真理的关键所在。
对于人们在信奉宗教时最为根本的东西来说，那些
所谓的启示和任何一种关于信仰的理论知识都是多

余甚至有害的。因为只有当宗教的神圣性内化为人
自身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良知，才能体现人之为人的
本性，才能从根本上证成人的自由和尊严。与卢梭
所倡导的道德宗教学说一样，黑格尔认为，正统基督
教的独断神学业已失去了它的正当性，宗教只有在
与普遍理性相一致并且能够促进人的道德时才有其

存在的意义：“宗教的作用是借作为道德立法者的神
的观念来加强伦理动力，并从实践理性给我们确立

２５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终极目的、从至善方面满足我们这种实践理性的
课题。”［１４］８８

对黑格尔来说，批判客观宗教和实定宗教，揭示
宗教的道德根据及其与道德行动者的内在关联，正
是为了廓清宗教中的非理性因素，恢复宗教的现实
性和内在性，这是他的民族宗教构想的重要基础。
所以在黑格尔看来，真正的宗教应该是一种主观宗
教和伦理宗教，它以民族生活这样一种非反思的方
式将神圣的理性法则内化于人的自然情感和直觉当

中，在神性与人性之间架起了可以沟通的桥梁。这
一方面批判了建立在奇迹、盲信和独断教义基础上
的非理性宗教，与启蒙的理性与自由精神相一致，另
一方面又克服了将行动规范的根源置于人的本性而

不再是上帝之中这一启蒙规划所导致的个人主义、
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等等弊端。与此相反，客观宗
教和知性反思一样，不仅破坏了人的整全生命，造成
了人自身的分裂，同时也损害了宗教本身的伦理意
义。
四　结语
与其他对启蒙的基本原则表示认同的德国哲学

家一样，黑格尔从其青年时代起就坚持理性自主和
自我立法的权威性，可以说，启蒙运动对理性与自由
的高扬构成了黑格尔思想发展的出发点［４］３。不过

我们会发现，德国古典哲学家对理性、科学以及基于
个人权利的现代国家观念常常带有一种天然的批评

意识，这与他们对卢梭的阅读和接受是分不开的。
在这个意义上，“卢梭问题”不仅仅是卢梭个人的问
题，它实际上被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众多德国思想家
所继承，并且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
极为重要的契机。这些德国哲学家试图以他们各自
的方式来阐发和完善卢梭的洞见，通过恢复人的整
全性以及理性与自然、个体与群体之间的源初统一
来克服启蒙自身的异化，走出一条不同于近代主流
政治思想的道路，将理性和自由这两项启蒙运动最
核心的价值真正实现出来。
青年黑格尔无疑正处在卢梭影响下的德国思想

文化的氛围之中，在他的这些早期手稿当中处处体
现了卢梭、莱辛、康德、赫尔德等人的影响。我们虽
然没有在里面看到那些著名的黑格尔式的术语，但
这不仅不能说明黑格尔后来的思想发生了转折甚或

是断裂，而且恰恰是在提醒我们，不管黑格尔后来的
哲学体系发展得多么庞杂、艰深和晦涩，其实都未曾
放弃或者偏离他在青年时代阅读卢梭时为自己确立

的问题意识，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更好的回答
卢梭向现代人和启蒙理性所提出的那些根本性的诘

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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